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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介體系：一種都市抗爭的政治資源

曾繁旭
黃廣生

摘要

在以往媒體和社會運動關係的研究中，鮮有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

分析單元，因此無法解釋不同地方的媒介體系在當地社會運動中表現

的落差，更無法揭示地方媒介體系與社會運動目標達成之間的關聯。

本文以中國都市維權事件為例，從社會網路的理論視角出發，對地方

媒介體系中出現的特殊新聞生產機制進行帶有理論指向的描述。它揭

示出地方媒介體系在本地、國內和國際三個輿論場為社會運動提供支

援的動態運作過程。本研究認為，一個相對成熟的地方媒介體系，往

往可能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與行政權力進行談判和協商的新聞生產

機制，策略地運用本地、國內和國際三個輿論場，從而弱化行政權力

對地方媒體的行政管治，為本地的社會運動拓展輿論空間。形構中的

地方媒介體系，往往分享一套有別於主流宣傳部門的專業操作規範、

理念和文化，並且透過各種媒體人的關係網絡得到反覆強化，可能促

曾繁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媒體與公民社會、環境
傳播、社交媒體與民眾輿論。電郵：zengfanxu@gmail.com

黃廣生，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研究生。研究興趣：環境傳播、政治傳播。
電郵：hguangsh@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2年2月6日。論文接受日期：2012 年5月14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4期（2013）：119–154



12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4期（2013）

進媒體行業內部自治的發展。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媒體公共性成長

的一個重要邏輯。

關鍵詞：地方媒介體系、社會運動、媒體人社會網路、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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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media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formed different local media 

systems sharing different media cultures and news operation standards. These 

local media systems have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urban 

contention and have shaped the latter. Previous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social protests ignore the local media system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Using case studies, cont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draws upon the theory of social network to describe the 

special news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Guangzhou during urban conten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a well-developed local media system, different local media 

organizations share similar media cultures and news operation standards, which 

urge them to compete with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o actively mobilize 

their social connections with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journalists nationwide and 

worldwide to report on the local protests. By doing so, the local medi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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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successfully made local urban contention a hot issue in the different arenas of 

public opinion including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us avoi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paganda censorship. One argument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local media systems have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urban contention in China, which influences the outcomes of urban contention. 

Also,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urban contention, the local media systems 

enhance their publicness and autonomy from local control.

Keywords: local media system, urban contention, journalist network, arenas of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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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介體系與都市維權運動

從1990年代開始，各種都市維權運動就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多

個城市爆發。其中多是鄰避運動（丘昌泰，2002；何豔玲，2009）性

質。1 近年來，隨著各種可能帶來環境風險的大型工程快速推進，都市

居民們也越來越多因此發起抗爭運動，比如廈門海滄區業主反對PX項

目、上海社區業主反對磁懸浮列車工程等都屬此列。2

由於鄰避運動的性質，「都市維權運動」通常在某一個城市展開，

它們的發展很大程度受到地方媒介體系的影響。我們時常看到這種落

差：在一個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業主行動能得到更多的媒體曝

光，並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甚至有時改變了公共專案和公共政策的

安排。而在地方媒介體系落後的地方，則可能是振臂疾呼卻應者寥

寥。從中國都市維權運動（Urban Movement）的脈絡中對地方媒介體系

加以考察，我們發現了地方媒介體系的差異對都市維權運動結果的 

影響。

比如，在廣州這個媒介體系十分發達的城市，許多都市維權事件

都得到了媒體的大量關注。從房地產開發商毆打業主的維權個案，到

業委會選舉的制度性議題，再到業主環境維權運動，廣州本地媒介體

系從未缺席。3 此外，這個高度發達的媒介體系不僅關注本地議題，也

關注其他全國性的都市維權議題。比如在廈門業主反對PX專案、成都

彭州石化專案等議題中，在事件當地媒體集體噤聲的情況下，廣州的

媒體卻給予了大量的報道。

在本研究當中，我們將地方媒介體系定義為，以核心城市為基本

單元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徵的媒介環境。它通常是一個多家媒體共存

並相互競爭的局面。經過近20年的媒體市場化改革，若干核心城市的

地方媒介體系已經逐漸發展出自己的風格，在獨特的政治經濟結構

下，各個地方媒介體系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聞生產運作特徵。尤

其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南京、鄭州等更是如此。在一個地方媒

介體系之中，市場競爭程度、行政管理模式、消費者結構都較為穩

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媒介體系的運作特徵；而地方的媒體

人，往往也認定其他當地媒體為競爭對手，在專業表現上相互「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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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習」，這促使他們逐漸形成一個專業網路並分享相近的專業理念。

本文要重點考察的正是，地方媒介體系對於都市維權運動的影

響。具體而言，本文關心的是在獨特的政經結構下，地方媒介體系如

何影響媒體對於都市維權運動的新聞生產機制？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地

方媒介體系當中，媒體如何能動運用本地、國內和國際三個輿論場而

拓展輿論空間，為地方的都市運動塑造輿論？進一步而言，地方媒介

體系又對都市維權運動的結果產生何種影響？

本研究發現，一個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地方媒體人通常會在

關於公共議題的新聞生產中發揮能動作用。在中國特殊的新聞體制

下，地方宣傳部門的監管常常使地方媒介體系噤聲，這成為本地媒介

體系推動當地社會運動議題的主要障礙。而一個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

往往形成較強大的專業理念，善用專業網路，充分利用地方、國家和

國際三個輿論場的角力，形成全國和國際的輿論共鳴景觀，對當地行

政部門形成壓力，促進政策的調整。地方媒介體系能否積極發揮能動

性，往往導致都市維權運動結果的不同。

地方媒介體系作為研究變數

事實上，學者們（何豔玲，2005；陳映芳，2006；孫瑋，2007；

Mertha, 2008；曾繁旭，2009；Yang, 2009；Cai, 2010）的研究已經表

明，中國新興的都市維權運動總是與大眾媒體的報道相關聯。這些學

者傾向於認為，媒體的輿論塑造在社會運動的問題化、動員、推動問

題解決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大眾媒體有助於增強抗爭行為的合法性，

並將其「公共化」，從而擴大抗爭的影響力，推動問題的解決。

很多研究從社會學或是政治學的視角出發，強調媒體作為中國都

市維權運動的重要抗爭資源的潛力。但是並沒以媒體為核心考察對象

展開細緻研究。而相反，在傳播研究的領域，目前關注媒體與社會運

動關係的研究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它們大部分都缺乏比較的視野，

未能看到不同地方的媒介體系在推動本地社會運動議題中表現的差

異。由於缺乏對此的重視，學者們並未能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一個變

數納入分析範圍。因此，目前的研究無法解釋：為何在某些地方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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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下，社會運動得到的關注更多，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媒介體系中則

相反；也無法具體論述各地的大眾媒體如何再現和塑造新興的都市維

權運動，如何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賦權於都市民眾。因此，也就無法進

一步梳理傳統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機制，以及它們彼此結緣的

邏輯。

其次，在分析媒體對社會運動的作用時，學者們傾向於將分析單

元局限於媒體機構，強調不同媒介機構自身的形態差異導致了對社會

運動議題報道的差異。比如專業主義導向媒體、市場導向媒體、行政

導向媒體等（曾繁旭，2009；李豔紅，2006）。然而，本文要強調的

是，單個媒介機構之間的差別固然重要，但區域化的媒介體系更為值

得關注。在我們看來，各個地方媒介媒體之間的差異，導致了各地媒

體在專業理念和新聞實踐上的南轅北轍。

再次，全球化時代輿論環境日趨複雜，一場社會運動往往受到國

際、國內和本地三個輿論場的影響，這被既有的研究忽略。在以往的

為數不多的個案研究中，由於沒有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分析的單元，

在考察媒體對社會運動議題呈現和輿論塑造時，未能分析地方、全國

和國際三大輿論場對地方社會運動的不同作用。而且，這些研究多為

靜態資料分析，缺乏參與式觀察，難以還原地方媒體如何推動地方社

會運動議題在地方輿論、全國輿論甚至國際輿論這三個輿論場中擴散

和流動的動態過程。更無法觀察到在社會運動中，地方媒體在地方管

制和國家管制這兩個層級之間的複雜運作過程。因而也就無法理解地

方媒介體系在這一關鍵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基於此，我們把地方媒介體系當作一個重要的變數，並且認為，

地方媒介體系是中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機會要素，它的差異

將導致了社會運動者的抗爭方式和結果的變化。

當然，之前關於中國傳媒改革的研究也曾注意到地方媒介體系的

作用，但卻只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停留在地方媒介體系的政

經結構的分析，指涉內容主要是媒介的市場競爭、政府管制和媒體空

間的關係。比如，有學者用「黨國——市場法團主義」這一概念來 

概括在獨特政經脈絡下的中國傳媒。並將「黨國——市場法團主義」 

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以上海和深圳媒體為代表的依附庇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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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elism），由於政府層級的單一，傳媒可以直接受管控，傳媒空間

較小；以北京為代表的各政府層級多元平衡格局下的多元管理；而廣

州媒體則在黨國意識形態限制和市場競爭之間爭取媒介空間（Lee, He, 

Huang, 2007）。

總體而言，以往的學者常以市場競爭程度和政府層級空間等宏觀

政經結構來討論地方媒介體系。但如果我們的考察只停留在宏觀政經

結構的分析，則難以解釋這樣一個宏觀的政經結構如何影響了媒體和

社會運動的互動關係。在本文中，我們將從新聞生產過程和機制的角

度出發，運用社會網路的相關理論概念，對地方媒介體系展開考察。

在我們的研究中，地方媒介體系是動態和微觀的。

因此，我們的研究將有別於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以廣州這座媒介

體系高度發達的城市為標本，以廣州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這個都

市抗爭議題為案例，探討在一個轉型國家之中地方媒介體系與社會運

動的關係。我們將重點觀察宏觀政經架構下地方媒介體系在社會運動

中的能動作用，其對於在地社會運動的報道偏向，並考察其與全國輿

論場和國際輿論場的互動機制，以更好解釋地方媒介體系和社會運動

之間的關係。

個案選擇與研究策略：廣州地方媒介體系

作為南中國的媒體重鎮，廣州的媒介體系是中國媒介市場化改革

眾多標本之一。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經結構，廣州媒介體系在中

國市場化的歷史進程中引領風氣之先。1996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率

先成立，首開風氣，掀起了90年代中期以來的媒介集團化浪潮。1998

年，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相繼成立，形成了廣州報

業的「三足鼎立」之勢。

由於「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雙重屬性，各大集團在一定程度

上仍然是「黨營輿論公司」（何舟，1998），必須扮演「黨的喉舌」角色。

所以，各大集團旗下都擁有《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

充當「黨的傳聲筒」的報紙。此外，為了拓展市場收入，各大集團旗下

又出現了一批以市場為導向的都市類報紙，比如《南方都市報》、《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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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訊時報》等。這批市場導向的都市類報紙，以「讀者為中心」

為專業理念，相互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學者們認為，廣州處於強市場競爭的媒介格局，資本的力量在一

定程度上平衡了其與政府的關係；而且由於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地

帶，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給媒體提供了較大的空間（Lee, He, Huang, 

2007）。 有的學者將其稱為「高度媒體市民社會」（黃煜、曾繁旭，

2011）。這描述出廣州媒介體系與體制之間的距離。

在我們的觀察中，廣州媒介體系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具有鮮明特

徵的新聞理念和新聞操作規範。這一獨特新聞理念，並不完全符合西

方所謂的新聞專業主義，並非簡單地抱持客觀、全面和中立的理念，

而是體現為切合當下中國語境的某種社會關懷。這影響了新聞生產的

每一個環節。4

而且，廣州本地媒體與全國其他媒體和國際媒體有著眾多的交流

和合作。這使得廣州的媒介體系保持開放的姿態，與全國和國際輿論

場有著眾多的互動，形成開放的新聞生產機制。

作為「南中國的新聞大學」，廣州地方媒介體系聚集和培養了大量

懷有新聞理想的傳媒人。並隨著職業的變遷，將南中國的新聞理念播

撒到全國各地。藕斷絲連，昔日同事變成今日同行，但新聞的價值理

念和私人情感將彼此連結起來。以南方為核心，一張大網撒向中國版

圖的各個角落。

之後，隨著社交媒體在中國的異軍突起，比如博客、牛博網、開心

網、飯否、Twitter，新浪微博等，廣州媒體人職業網路又得以向虛擬空

間拓展，通過虛擬社群與外地志同道合者建立聯繫，加深交流互動。

因此，從孫志剛案件，到最牛釘子戶，再到華南虎事件；等等。

一系列公共事件都在廣州這個高度發達的媒介體系中發酵並引爆了全

國、甚至國際社會的輿論關注。在2007年後多次公共性事件中，這一

地方媒介體系獨特的新聞生產運作機制漸趨成型。

下文將以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為例，觀察廣州媒介體系與都市維

權運動的互動過程。由於這是一個發生於廣州當地的都市維權抗爭事

件，在地方媒介體系當中持續震盪，因而能夠透視出廣州媒介體系的

新聞生產運作特徵。通過運用內容分析和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下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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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闡述），我們深描了廣州媒介體系對地方社會運動產生的影響。

2009年3月，廣州番禺區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事件開始見諸於廣

州本地的都市媒體，之後，該事件逐漸發展成為地方媒介體系中的熱

點議題（Hot Issue），各種相關的報道和評論密集出現。2009年12月20

日，番禺區書記明確表示，番禺垃圾焚燒廠專案將不在原有位置上建

設。一場都市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的維權抗爭，經過近半年的線下行

動和媒體關注，有了階段性的結果。

那麼，在廣州這個高度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媒體如何報道並

推動社會運動？在其中，傳統媒體人有何特殊的報道策略和生產機

制，以跟進、報道一個爭議性的議題，並且在行政干預之下找到「空

間」？ 地方媒介體系如何充分利用地方、國家和國際三個輿論場的角

力，推動社會運動議題的發展？進一步說，特殊的地方媒介體系對於

這場熱烈的都市運動產生了什麼影響？

國外關於社會抗爭與媒體的相關研究一再證明，新聞記者在將新

聞事件轉化為媒體內容時，常常帶著自己的偏向，這也表現在記者的

「訊息源引用」和「框架使用」的方式上（Tuchman, 1978; Hall, 1982; Van 

Zoonen, 1992；轉引自翁秀琪，1997）。為瞭解在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

燒廠事件中，地方媒介體系如何通過對事件的「再現」與「塑造」，從而

促進在地社會運動的過程，我們選取了與事件高潮點（業主們2009年

11月23日前往廣州城管委「上訪」）相接近的3個月份，即2009年9月

23日至2009年12月23日，對廣州兩份主要的都市報紙《南方都市報》

和《新快報》的報道進行內容分析。5 這個時間段，覆蓋了事件高潮期中

的諸多重要節點，6 因此也充分體現了媒體的報道傾向。

在選定的時間段中，我們採用了完全抽樣的方法，逐日對兩份報

紙的相關報道進行檢閱。我們的分析類目包括：報道的頻次、訊息源

特徵、報道主題、報道立場等。由於一篇報道往往包含了多個訊息

源，甚至多個報道主題，因此我們採用了重複統計的方式。

與此同時，為了深描地方媒介體系中的新聞生產運作機制，以及

地方媒介體系如何在本地都市運動中發揮本地、全國和國際三個輿論

場的輿論塑造作用，我們借用社會網路的相關理論概念對這一機制進

行帶有理論指向的描述，並進入媒體的新聞生產部門進行記錄和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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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嘗試還原新聞生產的過程。由於我們發現廣州媒介體系在新聞生

產過程中又與全國乃至國際輿論場發生互動，所以我們選擇採訪廣州

本地媒介體系中負責這一議題的新聞工作者，既瞭解他們的新聞生產

流程以及策略，也重點考察他們如何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路

聯動全國媒體以及境外媒體。具體而言，我們訪談了四位最活躍參與

該議題的廣州媒體人，包括《南方都市報》負責該議題的一位新聞編輯

和一位評論員；《新快報》負責該議題的一位記者；《南方週末》的一位

評論員。訪談時間集中於事件的高潮期前後（以2009年11月23日業主

集體上訪事件為時間節點），詳見下表。

表二：本文的訪談資料說明

受訪者 服務單位或職業 訪談方式 訪問日期 訪問地點

編輯 南方都市報 面對面 2010年1月15日 廣州

評論員 南方都市報 面對面 2009年11月24日 廣州

記者 新快報 面對面 2010年1月20日 廣州

評論員 南方週末 面對面 2010年1月19日 廣州

對於媒體人的訪談，按照半結構化的方式進行。研究者只準備非

常基本的提綱，並且盡量根據每位被訪者的情況，對於訪談提綱進行

調整。每個訪談的時間大約為一個半小時。在被訪者同意的情況下，

我們進行了錄音。

部分傳統媒體人充分利用博客、微博、論壇等新媒體平台，在番

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扮演了職業之外的個人參與角色，在互聯網上

發表工作以外的評論或資訊。這也是本文的資料來源。我們的收集也

涵蓋了2009年10月到2009年12月這段時間。另外，筆者還對地方媒

介體系的新聞生產進行參與式觀察。筆者自2003年初進入廣州多家媒

體實習，2004年初正式擔任廣州某新聞雜誌記者而後為資深編輯，親

身見證了廣州媒介體系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筆者還曾擔任該新聞雜

誌駐北京記者，對廣州媒體人與外地同行、外國同行的互動機制有切

身體會。而在議題發生期間，筆者在某新聞雜誌參與撰寫了該議題的

部分稿件；也曾參與本地媒介體系中媒體人的討論，了解他們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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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和策略。

概括而言，本研究涉及兩種研究方法，前者為量化的內容分析，

主要想回應的是，廣州媒介體系如何報道並推進該議題；後者為質化

的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旨在還原地方媒介體系的新聞生產的過

程，並且探究其與全國輿論場和國際輿論場的互動機制，以更好解釋

地方媒介體系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下文分別從量化和質化兩個路

徑展開討論。

廣州媒介體系如何推動都市維權運動

廣州有《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南方日報》、《資訊時報》、《新

快報》和《南方都市報》等多份報紙，形成了激烈的市場競爭。市場導

向的都市類媒體具有強烈的經營自覺，最有受眾意識。比如《資訊時

報》、《新快報》和《南方都市報》等。《南方日報》、《羊城晚報》機關報

或「傳統黨報」，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足，近年來也積極轉型，

更加關注民生。

在番禺議題中，我們選擇了《南方都市報》和《新快報》作為主要的

分析對象。因為《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傳統地方報紙雖然積極轉

型，但畢竟受到較多的約束，民間立場並非最突出。《廣州日報》是廣

州市委機關報，受到當地行政機關關係甚密，在此類都市維權議題中

往往代表了官方的立場。所以在番禺事件中，甚至有業主在社區論壇

上呼籲退訂《廣州日報》。這促成了廣州日報後期報道框架的轉換。而

在《資訊時報》、《新快報》和《南方都市報》三家報紙中，《新快報》和《南

方都市報》競爭最為激烈。《南方都市報》可以說是廣州都市類媒體的龍

頭老大，而《新快報》則緊跟其後，大有崛起之勢。這兩家報紙是廣州

都市報紙的典型。

《南方都市報》是《南方日報》旗下的一份都市報，由於其在孫志剛

等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的專業表現，以及評論版面的觀點尖銳而贏得了

全國性的聲譽。《新快報》則是《羊城晚報》旗下的一份子報，受制於廣

州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新快報》一直發展平平，但該報紙在此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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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扮演了「急先鋒」角色，比之一向敢言的南都，也是有過之而無不

及。那麼，這兩份都市類報紙，如何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表現出自己對

於都市運動的支持並推動議題向前發展？ 

我們發現，在議題當中，地方媒介體系明顯傾向於支援都市維權

抗爭，並主動充當運動的宣導者，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高度聚焦」都市運動議題

在2009年9月23日至12月23日之間，《南方都市報》與《新快報》

對於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議題進行了密集的報道和評論，《南方都

市報》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共有88篇，《新快報》的相關報道和評論有57

篇。在這個時間段中，該議題成為了兩家媒體最為熱點的報道內容，

佔據了報紙大量的版面。

而且，兩報對於議題的報道和評論，往往出現在報紙頭版或者廣

州本地新聞頭版的位置，更是突顯了議題的重要性。兩報關注議題的

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有篇幅短小的消息報道、有長篇的調查性報道，

有本報評論，也有各種來自意見領袖和番禺業主的「來論」和「個論」。

圖片更是經常出現（本文不統計圖片報道）。可以說，兩家報紙都「高度

聚焦」於這個都市維權議題。

傾向於表達「行動者」的聲音

兩家報紙援引的消息來源十分廣泛，本文將其分類為：政府／官

員，業主和村民，一般民眾／網友，（李坑）受害者，反對派專家，支持

派專家、相關企業（廣日）、其他媒體、民間團體，環評機構。最終，

這些訊息源也可以被歸納為兩類，一類代表了官方立場，另外一類則

代表了民間立場。

經統計發現，在《南方都市報》的相關報道中（不計算評論），共援

引政府官員133次，支援派專家14次，相關企業19次；這些訊息源都

屬於是官方立場的。相比之下，《南方都市報》援引的民間訊息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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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業主和村民87次，一般民眾和網友16次，（李坑）受害者2次，反

對派專家18次，其他媒體4次，民間團體2次，環評機構7次。僅僅從

數字來看，民間立場的訊息源並不明顯超過官方立場的訊息源，兩者出

現的頻率可以說是相當接近的。《新快報》的報道，也出現同樣的狀況。

那麼，都市類報紙是如何表達維權行動者，即業主的聲音的呢？

事實上，當官方訊息源出現在報道中，往往是被質問、被批評的物

件，而民間訊息源則更多被呈現為理性、溫和的權利捍衛者。兩家報

紙還常常扮演一種特殊的角色，就是將民間訊息源的各種批評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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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直接轉給各種官方訊息源，要求其作出回應。通過這種形式，兩

家都市類報紙充分表達了維權行動者的聲音。

強化「都市抗爭」的政策訴求

從9月到12月之間，兩份報紙對於這個「都市抗爭」事件的報道／評

論主題也在變化之中，一開始集中於「垃圾處理現狀」以及「業主反對行

動與表達」這些主題，而後期逐漸突顯公共政策過程中的「程式正義和

公眾參與」，同時也越來越多介紹「國際經驗和其他垃圾處理方法」。在

《南方都市報》的所有88篇報道和評論中，27篇主題為「程式正義和公

眾參與」，數量在各類主題中所占比例最大。而在《新快報》的57篇報道

中，涉及「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的報道數量多達44篇。這一轉變過

程，實際上強化了「都市抗爭」的政策訴求，合法化了業主的抗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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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新快報》則比《南方都市報》更旗幟鮮明強調應該加強

「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批評「政策腐敗與官商勾結」，但卻更少涉及

「國際經驗和其他垃圾處理方法」等技術性的問題，顯示這家報紙急於

強化自己與中產業主的貼近立場，但卻未能提供具體的行動指引。另

外，《新快報》常常在一篇報道中涉及多個報道主題。

事實上，都市類媒體報道「都市抗爭」議題，一直選擇相近的主

題，即最經常強調「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從而表現業主等行動者的

理性特徵，同時也扮演了「風險預警」的角色，介紹相關的風險因素以

及國際上的相關經驗，緊密呼應業主的抗爭行動。在「廈門業主反對

PX」等一系列相關的都市抗爭事件中，媒體都有此一表現。

鮮明的反對立場

從總體上看，兩份都市報紙在報道、評論中更多採取了「反對」立

場，明顯超過「贊成」立場。尤其在評論版面，兩報的「反對」聲音更為

激烈。根據我們的統計資料，《南方都市報》中採取反對垃圾焚燒立場

的就有41篇，《新快報》中則有2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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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兩報的「反對」立場，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明晰，並越

來越聚焦於焚化爐工程的負面消息，強化了對於政府和企業的批評。

兩份都市報紙的反對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推動政府作出回應。這在

以上的報道主題分析中有所體現——兩報在11月、12月更多出現「政

府響應和釋疑」的報道主題。

推動政府響應

在番禺垃圾焚燒爐事件中，本地媒體對新聞的呈現方式也擁有自

己的邏輯，避免報道議題和框架被官方或維權業主操控。主要體現為

報道立場上對於維權行動者的偏向，以及充當政府和民眾之間互動的

橋樑，促進政府框架和運動框架的整合。

比如，《南方都市報》的記者設定了四條報道思路，包括垃圾焚燒

產業鏈的利益問題、李坑癌症死亡調查、環保官員與垃圾焚燒以及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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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圍城的出路。記者從最開始主要轉達官方聲音，到積極跟進民間反

對人士的行動，最終確定了自己的邏輯觀察方向，這一思路的轉變使

得媒體對事件的分析更為深入和具有邏輯性，同時也搭建了一個交流

的平台，避免單方面作為政府的喉舌或成為反對者情緒宣洩的平台。

媒體在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中，一方面反映政府的態度，另一方面

也將業主的最新消息呈現出來，有支援垃圾焚燒的觀點，有反對垃圾

焚燒的態度，媒體將政府的意見傳達給民眾，報道與言論齊頭並進，

報道反映事實，評論提供觀點，同時，媒體轉化成一個對話平台，業

主會根據媒體的各個角度的報道以及評論，來調整個案維權走向一些

政策宣導，最開始「不要建在我的後院」轉向「反對所有垃圾焚燒，保護

綠色廣州」。

廣州媒介體系如何塑造本地、全國以及國際輿論場

通過以上內容分析可見，媒體在建構都市抗爭議題時，清晰地受

到地方媒介體系的影響，從而表現出某種偏向。在某種程度上，正是

媒體的聚光燈推動了業主的抗爭表達。記者們對於自己的專業態度有

著深刻地認識，並且時常運用彈性的專業實踐方式來服務於自己的價

值取向。

有人認為，是因為廣州都市媒體有大量記者居住在番禺的社區

中，他們自己是環境災難的受害者，這促使他們採取了「反對專案」立

場。但我們通過對於記者的深度訪談，發現在議題中表現最為活躍的

記者，並不一定居住在番禺；部分居住在番禺的記者，則強調自己首

先是記者，其次才是番禺業主，所以保持自身獨立性，避免偏見是第

一位的。可以說，此一解釋與媒體表現的偏向，關聯度並不高。7

而通過對於媒體人的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我們發現，廣州這

個高度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已經形成一套另類的新聞生產機制。首

先，地方媒體媒介體系內部往往共用相近的專業理念、新聞操作方式

和身份感，因此本地媒體形成了不自覺的內部分工和協作，推動議題

發展，使得議題得以全面集中報道，快速公共化。換言之，地方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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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中往往塑造出高度同質的本地輿論。其次，當地方媒介體系在受

到行政干預時，媒體人又可能通過「稿件流動」、「提供線索，協助報道」

等方式，透過植根於廣州並拓展到全國的媒體人網路，使得議題進入

全國輿論場；另外，本地媒體人還通過虛擬網路開拓虛擬新輿論空

間，並參與塑造國際輿論。這種特殊的新聞生產機制，為廣州媒介體

系突破不同層級部門的行政干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使得「番禺垃圾

焚燒爐」議題從地方議題升級為國家議題甚至國際焦點。稿件在不同層

級、不同地域、不同媒介技術平台和不同國界媒體的流動，使得議題

不斷升級，形成了地方、國內和國外三個輿論場。而虛擬網路又使得

議題在網路平台上獲得新輿論空間（請參見下圖）。8

全國輿論場

本地輿論場

國際輿論場國際媒介體系

全國媒介體系

地方媒介體系

地方媒體人社區社會網絡

地方媒體人社區社會網絡

本地媒介體系內部互動與本地輿論合力

在廣州這個高度發達的媒介體系內，媒體傾向於在專業表現上相

互「競爭」或「學習」，逐漸分享相近的專業理念。這種內部互動使得廣

州媒介體系形成了某種自治的力量，在政府權力控制之下達成了某種

平衡，拓展了新聞實踐的空間。下文，我們將還原廣州媒介體系內部

的互動機制。

我們將強調本地媒體基於理念認同基礎上的集體作戰、無意識協

作和鬆散職業聯盟，但這些描述並非否認媒體人之間、媒體機構之間

邊界。只是以往的研究更多著眼於新聞機構之間的差異，忽略了這些

超越新聞組織邊界的互動和交流。事實上，這種頻密的內部互動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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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廣州媒介體系的運作至關重要，保證了整個媒介體系中對議題報

道的集中用力，且報道框架和立場的基本一致，這種輿論合力的形成

才能有力引導社會運動，並推動政府的響應，形成新的社會運動模

式，導致傳媒宣導者角色的形成。

互相競爭和互相學習
《南方都市報》1997年創刊，隨後一年，《新快報》誕生，作為完全

走市場化道路的報紙，它們在發行量與廣告份額兩個方面，都展開競

爭。《新快報》記者在接受本文的訪談時就強調了這一點：

2009年進入《新快報》發展的一個井噴期，我們會搞一些活動，跟

2008年比，2009年我們報紙的訂戶上升了4倍。今年我們在搞發

行，訂一年送一年。但我們可能需要一些報道來支撐。今年是新

快的第11年了，可能是到了一定程度了，到一定程度就會搞發行

（競爭）。9

這種相互競爭，減少了「漏新聞」的現象，促使各大媒體全程追蹤

報道，成為議題持續報道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為了追求「獨到獨

家」，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各大媒體也絞盡腦汁尋找新線索，尋

求新角度，使得議題不斷被推向深入。同城媒體處於相互競爭的關係

中，導致了議題在整個媒介體系當中向前滾動，帶來了全方位、多角

度、貼近事件進展的報道與評論。

比如《新快報》，在「番禺垃圾焚燒爐」這樣一個同題作文下，必須

努力在競爭中保持「隊形」，一方面其他報紙能報的，不能漏，另一方

面要去盡量尋找獨家猛料。

很多次都和南都碰車，我是很多次都會自己去的，突發奇想還能

贏，一起去就是同題作文，政府召開的會議我們就會碰面，去

城管委也是啊，天啊，你們這麼多人，我分身乏術啊，我跟著

這個，那邊又發生事情。其實這種高度的市場競爭會導致一些

結果，比如別人報了這些事情，你沒報就感覺失職了，也有點被

裹挾進去，別人報了，哪怕覺得背後有點問題，覺得有點擺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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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如今天我們報道了某個事情，南都就會去跟，第二天南

都出了什麼報道，我們也會去跟，我們完全是捆綁在這個事件裡

面，很累，這個也是職業的一個過程，職業肯定要競爭的，作為

一個士兵，也是要打仗的。捆綁的壓力也會很有意思，你領導就

會跟你說，別人做了，你怎麼沒做，沒跟上，有很多方方面面的

壓力會把你捆到市場競爭上。10

新聞機構的互相競爭促成了新聞機構之間的無聲感應。基於相同

的價值判斷，記者會對自己報社的表現進行評估，並思考自己接下來

的報道路徑。這是一個相互學習和相互競爭的過程。

我把它看作一種戰鬥，我們報紙打戰鬥很猛，至於在策劃方面就

有些欠缺，相比於南都，他們畢竟人多，所以持續性的報道就很

猛，看到他們的相關報道，我們也會經常商量，應該怎麼做。11

這種相互的比較，具體到微觀的新聞生產中，還出現了採編流程

中的自下而上的倒逼現象。

如果新快已經發稿了，而我們卻不敢報。我們就可以拿著報道去

找報社領導，為什麼人家都報了，我們不敢報？這就可以倒逼報

社領導發稿了。12

無意識協作
廣州作為大陸媒體較為發達的城市，同城6家日報的競爭使得對番

禺垃圾焚燒廠事件的新聞追蹤始終不停，在市場和新聞操作的競爭之

外，有意思的是，幾家屬於不同集團的報紙可能相互進行著新聞補

充。當一份報紙「失語」後，另一份報紙補上。這形成了一種分擔風險

的無意識的協作，避免了同城媒體集體失語的局面。這種協作空間的

存在，並非新聞機構之間有意為之。根據我們的訪談，在議題發展過

程中，政府一共下達了四次禁令，但媒體還是設法找到跟進議題的方

式和空間。13

以「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對呂志毅事件的呈現為例，《新快報》 

率先報道，《南方都巿報》 隨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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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做很可能就被幹掉了，但是新快做了，所以我們需要它提

前做。我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媒體能做到這樣配合。這也是在

廣州，在內地、（甚至）在深圳，都沒辦法。我們都說幸虧有《新快

報》。我們兩家可以你上去我下來，你下來我上去，連環衝鋒。但

是在內地的話，只有一家，把那家摁住就行了。14

由競爭形成的無意識協作，使得兩家同時漏掉重大新聞點的概率

大大降低了。《新快報》與《南方都市報》互相之間形成了議題滾動的模

式。《新快報》最開始討論環評，並有圓桌會議式樣的評論文章，而《南

方都市報》很快也有系列的評論出現；隨後呂志毅事件帶來一個高潮，

《南方都市報》跟進事件，並深挖廣日集團內幕，發現了垃圾利益鏈等

問題。兩家媒體，一個是突擊戰，一個是持久戰，雙方的輪番衝鋒是

被裹挾的結果。但從效果來看，這是此次事件獲得階段性成果的重要

原因。

隨著事態演進，同城媒體之間不斷進行議題補充，「從環評到程

式，從專案本身過度至垃圾處理模式討論，從市府決策到民意表達的

技術性衝突」（宋志標，2009） 。這樣大規模，大範圍的報道以及評

論，一方面給了政府壓力，另一方面將業主、民眾、專家等多方的討

論捲入進來。這種大範圍的傳播，引起了大範圍的圍觀。

可以說，雙方無意識地協作反而將事件的真相完全還原。雙方並

沒有事先商量好如何協作，但客觀上這種協作關係產生了。在此次事

件中，地方的媒介體系圍繞番禺議題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鬆散的職業聯盟
在日常的新聞工作中，迫於同行競爭和新聞群組織考核壓力，「跑

口」記者擔心漏新聞，於是形成了跨機構的同行網路，保持著密切的聯

繫。我們俗稱的「跑口」記者，由於專門長期負責某一領域的新聞報

道，不僅與訊息源形成了頻密的互動，也與供職於同城其他媒體的記

者形成了獨特的默契。在一般的日常動態新聞的採訪中，相互之間有

著諸多的合作。比如，消息內容的互相確認和共用等等。在工作之

余，這些記者彼此之間也成為了不錯的朋友。筆者的參與式觀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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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他們會不定期舉行記者沙龍或見面聊天，建立QQ群等，保持日常

的聯繫。

而作為同一家報紙的媒體人，又分為社會新聞記者、深度新聞記

者、評論員等不同角色，他們雖然關注的是同一件事情，卻往往獨立

進行新聞操作，並無照會卻擁有「默契」的分工。比如社會新聞記者會

尋找最新最全面的事實素材，緊貼事件的動態；深度新聞記者則會梳

理事件的內在邏輯並以此進行追蹤調查；評論員則依靠提煉和回歸理

性框架的方式對事件的最新動態進行分析。

根據我們的深度訪談，一開始，《新快報》主要有2個記者參與「番

禺垃圾焚燒爐」事件的報道，後來事態逐漸演變，增加到5個記者。而

《南方都市報》則由12個記者構成事件的報道隊伍，聲勢浩大。

由於激烈的市場競爭，這個鬆散的職業聯盟逐漸孕育出了一套彼

此認同的新聞理念和評價體系。競爭壓力面前，各大媒體都將追求新

聞專業主義作為自己的宣稱和品牌，記者則以寫出符合新聞專業主義

理念的報道為榮耀和核心競爭力。

這套職業價值觀和評價體系，落實到每個記者身上，與精神層面

的業界認同和物質層面的工資報償直接掛鈎，成為同城競爭格局下媒

體推動「業主抗爭議題」的微觀基礎。在這樣的氛圍下，記者們有了強

烈地新聞專業自覺，積極報道該議題。因為《新快報》 在番禺垃圾焚燒

報道中的出色表現，記者阮劍華評為雙月一等獎，並積累2,500工分，

工分是與工資績效掛鈎的。

首先可以讓這30萬人（指代番禺民眾）安心了，焦慮沒有了，那

你會覺得很有成就感，畢竟看見人家笑，你也會笑；第二個就像

你說的體制完善的過程，當然這個也是一個理想的看法。就說關

停，30萬業主高興，民主化進程完善，會覺得有成就感，其他沒

什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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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介體系與全國輿論場

透過上文，我們看到了廣州媒介體系內部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

中的競爭和協作。但是，由於中國獨特的媒介體制，地方媒體同時受

到中央宣傳部和地方宣傳部的控制和管理。在其中，地方媒介體系更

經常會受到地方宣傳部門的管治。這成為本地媒介體系推動地方業主

維權運動議題的主要障礙。在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媒體人往往通

過自己掌握的媒體資源，和全國甚至國際媒體聯繫，並在受到行政管

治和干預的情況下，主動通過將議題轉移給外地媒體，並拓展輿論空

間。通過對全國甚至國際輿論場的運用，避免了地方政府「捂蓋子」。

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除了新聞媒體內部、本地新聞媒體之

間的分工與協作之外，廣州的媒體人也透過同行間的網路關係爭取更

大範圍的輿論關注。他們或通過私人關係主動與外地同行取得聯繫，

提供新聞線索，協助調查報道；或者直接將無法在本地媒體上發表的

稿件轉投到外地，形成稿件流動的機制。通過對自身媒體資源的運

用，協助報道，轉投稿件，使得議題快速升級，成為全國輿論場的熱

議題，激蕩全國輿論場，並進而為本地媒體爭取話語空間。利用全國

輿論場與地方輿論場展開角力，這是廣州媒介體系富有創造力的一種

新聞實踐方式。

我們認為，這種新聞實踐方式獲益於一個從廣州逐漸向全國延伸

的媒體人網路。事實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南方週末》的一批主

力記者就相繼離開，將獨特的新聞理念帶到全國。2003年，南方日報

報業集團（主要由《南方都市報》的團隊）和《光明日報》集團合辦《新京

報》，相關資料顯示：「至11月11日報紙正式創刊，由《南方都市報》前

往北京的共165人，其中社委7名、採編44人、廣告48人、發行45

人、行政21人。一批《南方都市報》的採編、經營、發行、行政骨幹組

成了《新京報》的中層團隊。而《南方都市報》北上的大旗豎起，因各種

原因已離開的《南方都市報》舊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這裡面包括王

小山、李列、儲璨璨、楊岸、楊彬彬等人。可以這麼說，《新京報》整

個團隊基本由『南方都市報系』搭建而成」（《八年》，南方都市報編，南

方日報出版社出版，2004。）這一事件被戲稱為「南都北進」。當然，除



地方媒介體系：一種都市抗爭的政治資源

143

了直接的記者「遷移」，媒體人網路的拓展也由於廣州媒體（尤其南方報

業集團）大規模在全國各地設立記者站，比如《南方週末》除了廣州總部

以外，還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設立記者站。另外，廣州媒體較早

開始拓展全國性報道的內容，很多記者常年奔走於各地，因此延伸了

廣州媒體人網路，並輸出了「新聞觀念」。

提供線索，協助報道
根據我們的訪談，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期間，地方宣傳部門一

共下了四道禁令。在本地媒體「失語」的狀況下，尋求外地媒體的新聞

報道，成為部分廣州媒體人的經驗之談。

當地媒體的失語是可以理解的，這不是什麼過錯，但是地方的媒

體人不應該失語，因為地方的媒體人，你的陣地不只是你所在的

媒體本身，只要是一個成功的媒體人，你一般都會有一個全國的

媒體聯繫，你應該讓你的全國性媒體在這裡面起作用，你應該把

這種全國性的聯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16

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廣州媒體人運用私人關係網絡主動

與外地媒體取得聯繫，隨後，外地媒體又通過廣州媒體人提供的新聞

背景和線索，主動介入新聞調查。中央媒體、全國性媒體、外省地方

媒體的相繼報道，使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成為11月份的全國性話題。

本來，如果開放本地媒體，可能這種討論就主要局限於本地媒

體，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只是一個地方事件。但是因為本地

媒體不能發聲，很快這種廣東（廣州）媒體人的私人關係，即全

國性的媒體聯繫就起了作用。因為這種全國性的媒體聯繫，全國

的媒體尤其中央媒體就以空前的規模介入番禺反燒。本地媒體的

失語起了一個反作用，一下子引來全國媒體，升級為全國性的事

件。17

廣州媒體人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積極主動地調動自己的全國

性網路，不但發出了聲音，並且使事件升級成為全國性事件。這些報

道的出現突破了地方政府部門的行政干預。地方媒體人善用專業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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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全國輿論共鳴景觀，給廣州本地媒體在新聞實踐中的話語空間。 

稿件流動 
全國性媒體人網路的作用不僅體現在通過私人關係網絡調動全國

各地媒介參與事件的報道，而且體現為媒體人稿件在全國各地媒介的

流動。稿件的流動更常見於報紙評論文章和雜誌的特約稿件——評論

員的文章如果在自己的媒體無法發表，那麼，通過私人關係和媒體間

的關係，稿件可能在其他媒體獲得發表。

在傳統紙媒平台上，由於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稿件（主要是評論

性文章）就在幾家媒體中傳遞，從一家報紙轉到別的報紙或雜誌。如

《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不僅在本報上發表文章，也在《東方早報》上

發，更推薦同事的評論文章上《人民日報》。

《南方都市報》的評論員劉天昭在撰寫本報社論的同時，也曾給《南

方人物週刊》撰寫有關番禺垃圾焚燒廠的稿件；在給自己報社寫了《反

對垃圾焚燒，宣導垃圾分類》的評論文章審核未通過後，由於《南方週

末》專欄版的編輯多次約稿，劉將自己的稿子給了《南方週末》，卻依舊

遭遇審核，隨後，《南方週末》的編輯將稿件轉交給北京的《新京報》，

《新京報》當時認為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是廣州的本地新聞，並未發

表，劉要回了自己的稿子。劉的稿件隨後又遭到香港《亞洲週刊》的忽

視，經過三地四家媒體的轉移後，《反對垃圾焚燒，宣導垃圾分類》的

評論文章最終又回到了廣州南方報業集團，刊載於《南方人物週刊》

2009年第45期。18

稿件的流動是很正常的，比如說我們報紙（《南方都市報》）的稿子

發不出來，然後編輯就會轉給《新京報》、《東方早報》等，因為編

輯要盡量對作者負責，各個報紙編輯之間會有聯繫。19

或因敏感，或因輕重，劉的這篇稿件先後被四家媒體「拒絕」，但

通過媒體人的私人關係和同行關係，一篇稿件在不同地區不同的媒體

間進行著流動，而並未被槍斃在一個靶子上。這不僅僅是私人關係的

網路，更是一張覆蓋各地各類媒體的關係網，由一定的媒體價值聯繫

起來。這使得地方媒介體系可能在某個議題上塑造全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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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化的地方媒介體系和國際輿論場

自牛博網創辦開始，到後來的飯否、Twitter、新浪微博等社交媒

體的出現，為志同道合的媒體人的聚合提供了新技術平台，也使得跨

越時空的專業聯繫和互動成為可能。這種經由新媒體平台建立的媒體

人之間的虛擬網路，再次拓展了地方媒介體系的新聞實踐邊界。這對

地方社會運動議題在虛擬輿論場、全國輿論場甚至國際輿論場的擴散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虛擬網路和國際關注
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廣州的媒體人主動通過博客等形式發

表與番禺垃圾焚燒議題相關的稿件和線索，這些資料在一定程度上轉

化為對外地媒體的「資訊補貼」（Gandy，1982）。其他地方媒體人獲知

資訊後，感興趣的就會主動與廣州媒體人進行聯繫，尋求報道協助。

比如，劉天昭除了給所供職的報紙寫社論外，也不停地在自己的

博客上更新有關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的資訊和評論。《三聯生活週刊》

的科技記者袁越剛從國外回來，看到劉的博客後，開始與其聯繫瞭解

更多的相關資訊。

另外，廣州的部分傳媒人還通過Twitter、新浪微博散發消息，引

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其中一些屬於這個傳媒人社區並活躍於新媒體的

微博主們（他們往往在以前或現在擁有體制內的媒體人身份）因為在

Twitter和微博上所發的資訊，受到了外國媒體的關注，接受他們的採

訪或者為他們寫稿。進而，議題進一步升級，獲得國際輿論的關注。

除了新媒體上出現的鬆散的虛擬網路，地方媒介體系也以其他路

徑，比如非正式的聚會、論壇與記者沙龍等，獲得與國際輿論場互動

的機會。比如，廣州媒體人北風曾持續在一家名為「凹凸」的酒吧舉辦

媒體人聚會，將來自廣州各個媒體的記者以及一些國際媒體人聚集在

一起，交換資訊與看法；此外，北風本人也在各種新媒體平台上與國

際媒體人進行頻密的互動，將各種本地議題推廣到國際輿論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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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人身份轉換與新輿論空間
除了傳統媒體的新聞操作外，一些活躍在新媒體的媒體人還積極

開拓新媒體輿論空間。部分傳統媒體人充分利用博客、微博、論壇等

新媒體平台，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扮演了職業之外的個人參與

角色，在互聯網上發表工作以外的評論或資訊。從2009年10月到2009

年12月這段時間，針對此次事件的文章不斷在博客、微博、論壇平台

發表。其中有一些已發表在傳統媒體上，更多則是未發表或無法發表

的個人觀點。

《南方都市報》評論員劉天昭、記者傅劍鋒，和《南方週末》評論員

笑蜀等都擁有自己的博客，除了因工作關係撰寫的稿件有可能會貼在

博客上以外，因為報紙版面的有限，他們也會將更多未曾發表在傳統

媒體平台的文章貼在博客上。通過互聯網的傳播力，引起更多人的關

注，影響線民對事件的看法，甚至成為維權業主瞭解事件的進展以制

定自己行動策略的參考。

媒體都可以用上。比如本地媒體能說話，就充分利用本地媒體，

搶在第一時間說話，這是一個原則，第一時間說盡可能多的話；

本地媒體不能說話，就找全國媒體；全國媒體再不行，就是網

路，如Twitter，諸如此類的。20

Twitter和微博在番禺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呂志毅事

件源起微博，傳統媒體隨後跟進。再比如，在11月23日，接訪日當

天，北風在現場進行Twitter直播，一些媒體人也參與進來。評論員笑

蜀表達對Twitter的看法：

一方面傳統媒體能用，就充分的用，如果用不上的話，就把自己

變成媒體，從小空間，院落裡說到Twitter這樣大的空間裡去說。

但（你）不能到了時候再去說，這樣的話，就沒有任何優勢可言。

因為（在）Twitter上面，你需要有很多跟你的人，需要很多有影響

力的人，有話語權的人跟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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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地方媒介體系的影響及其前景

本文通過深描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廣州媒介體系的表現，凸顯

了地方媒介體系這一變數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角色，並將地方媒介體

系中出現的特殊新聞運作機制勾勒出來。這種特殊的新聞生產機制，

為廣州媒介體系突破不同層級部門的行政干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

使得「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從地方議題升級為國家議題甚至國際焦點。

在我們看來，正是地方媒介體系的特徵，導致了在廣州番禺垃圾

焚燒廠事件中，本地媒體對垃圾焚燒專案持鮮明的反對立場，並 「高度

聚焦」於都市抗爭議題，傾向於表達「行動者」的聲音，努力推動政府回

應。與此同時，廣州媒介體系也在議題中塑造了地方、國內和國外三

個輿論場，拓展了議題的空間。這一研究的理論重要性體現以下幾個

方面：

第一，在以往的中國傳媒研究中，無論是媒介市場化還是新聞專

業主義的討論，時常將全國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其實由於媒體市場

結構，及其與政府關係等宏觀架構的差異，各個地方媒介體系存在著

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明顯地體現在媒介體系對於社會運動議題的新

聞生產機制之上。

基於此，我們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一個分析變數。本文展現，在

廣州這個媒體改革的前沿陣地，當地媒體如何推動一個敏感化的都市

抗爭議題及其背後的機制。正是放在地方媒介體系這一分析單元上，

我們進一步回答了究竟是什麼塑造了這個媒體格局。在我們看來，以

往的政治經濟學解釋路徑（Lee, He, Huang, 2007; Zhao, 2008）難以還原

其中細密的邏輯，而從媒體人心理、專業文化等角度的討論（陸曄、潘

忠黨，2002）則往往容易誇大個體傳媒人的創造性行動，忽略了媒體人

之間的社區與互動網路，因此我們聚焦於地方媒介體系對新聞生產的

影響。這一路徑凸顯了地方媒介體系對於都市抗爭的影響巨大，而且

讓我們發現了植根於廣州媒介體系且漸趨擴張的媒體人網路的重要

性。這一思考路徑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得到重視。

而且，通過觀察地方媒介體系的運作機制，我們發現了廣州媒介

體系塑造本地、全國與國際輿論場的能動性。首先，本地媒體通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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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作戰、無意識協作和競爭學習積極介入議題，塑造了同質性的本地

輿論；其次，在遭遇本地宣傳部門行政干預時，地方媒介體系則積極

與全國性媒體以及國際媒體聯繫，轉換輿論空間；再次，他們也在互

聯網上延伸自己的專業實踐，在不同形式的媒體之間進行身份轉換，

以一種近乎「全媒體」的形式開展言論，與國際輿論場形成連接。值得

注意的是，地方媒介體系一旦形成，即會影響地方媒介的行業傳統和

價值理念。這是一個地方媒介體系可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的重要

原因。

第二，我們將地方媒介體系放在都市維權運動的脈絡下來考察。

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以及都市居民自身權

利意識日益萌發，各種由於房屋品質問題、房屋拆遷、環境污染以及

文化資源破壞而導致的都市維權抗爭此起彼伏。這些運動，多以都市

為中心；而且由於政治環境的限制和組織資源的匱乏，中國的都市維

權運動多屬於鄰避運動性質。因此，在行動中，地方的媒介體系就顯

得非常重要。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地方媒介體系正與

都市維權抗爭形成呼應，逐漸成為抗爭行動者進行抗爭表達以及公共

參與的一個重要途徑，它不僅為抗爭提供了輿論支援，更是維權抗爭

得以展開的話語平台。在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之中，都市維權運動比

較容易克服外部和內部的困境，成功表達自己的訴求。本文嘗試揭

示，地方媒介體系已成為判斷和理解各地都市維權運動過程和後果的

一個重要的指標。這為我們後續的都市維權抗爭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

視角和思考角度。而通過我們的實證材料也可以看出，在與都市維權

等鄰避運動議題發生互動過程中，地方媒介體系的公共性也得到了提

升。我們認為這也是考察媒介公共性的一個重要路徑。

第三，本文的發現對於理解所謂的「分裂化的威權（Fragment 

Authoritarianism Model）」具有重要的意義。學者們的研究表明，中國

的威權統治並非是鐵板一塊，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存在著談判博弈

（Bargaining）的空間。研究者傾向於認為，在經濟領域，這種不同層級

政府之間的討價還價空間比較大，而在教育、軍隊和宣傳等領域，這

種空間則比較小（Lieberthal, 1992）。而本文則從傳媒的角度，展現了在

宣傳領域這一空間的存在，並且呈現了威權統治下的能動者是如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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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威權空隙，試探空間的界限，並與體制產生相互作用，推動體

制做出某些策略性的調整，預示了一種能動者重塑體制的可能性。

概括而言，在番禺議題中，我們看到了廣州地方媒介體系作為最

成熟媒介體系，運用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與國家力量進行談判和協商

的新聞生產機制，作為一股自治性力量平衡了其與國家宣傳部門的關

係，弱化了行政權力對地方媒體的行政管治，拓展了輿論空間。形構

中的地方媒介體系往往分享一套有別於主流宣傳部門的專業操作規

範、理念和文化，並且透過各種媒體人的關係網絡得到反復強化，可

能促進媒體行業內部自治的發展。

註	釋

1 鄰避運動除Not In My Backyard (NIMBY)之外， 還有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thing (BANANA)，Not In My Term Of Office 

(NIMTOO)，Not In My Bottom Line (NIMBL)，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 (LULU)等意思。最初由Michael O'Hare提出。參見何豔玲（2009）。
《「中國式」鄰避衝突：基於事件的分析》。《開放時代》，第12期，頁102–

114。
2 鄰避運動的主體，通常是城市中新興的業主，但從概念上區分，業主維權

運動所指涉的範圍更廣。Yongshun Cai（2005）認為業主維權運動通常涉及
三類議題：第一類關心房屋本身；第二類起因於房屋拆遷；第三類關注的
是居住社區的環境問題，也即鄰避運動的內容。

3 比如華南新城開發商毆打業主事件，雅居樂社區業主反對高速公路建設議
題，廣州民眾反對南沙石化項目，番禺垃圾焚燒爐專案；等等。

4 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8日記者節的社論《記者：觀察者、記錄者、參與
者、改造者》（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事件期間）就很好地表達了這一套
獨特的新聞理念：「它既是執政黨的喉舌，又正在逐漸學習替社會發聲；
它同情民生多艱，自然難免意氣，它又清楚現實選項，還要自勉理性；它
要聽從行政指令，又要履行輿論監督的職責；它要為民意代言，監督政
府，甚至批評，它還要向政府諫言，並學會傾聽，學會與民溝通。」

5 本研究不統計圖片報道。
6 事件的幾個關鍵節點包括：9月24日，《新快報》《資訊時報》報道番禺要

建垃圾焚燒發電廠；11月23日，業主集體「上訪」；12月10日 , 廣州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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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副秘書長呂志毅被網友「圍攻」，被懷疑家人在垃圾焚燒控股公司廣日集
團任職；12月20日，番禺區委譚書記宣佈不在現在的位置建設垃圾焚 

燒爐。
7  南方都市報負責該議題記者林勁松訪談中談及此問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領導也一直告誡我們，就《南方都市報》，我們不能去做情緒，不能
只是做居民情緒的宣洩，我們要回歸新聞本源主義，回歸新聞本身。包括
從總編到下面編委，大家都堅持這樣一個觀點。正因為南方集團有很多人
住在那個地方，所以我們更要避嫌。如果我們宣洩居民情緒的話，這樣是
危險的。這更是需要去克服的一個問題。」《南方都市報》最早負責該事件
跟進的記者就因為自身作為深度利益相關者，而放棄了對這一選題的 

報道。
8 學者張志安（2008）在分析《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的新聞生產時，曾概括

調查性記者群體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對社會資本的運用方式，指出有集體作
戰、稿件轉投、同行肯定、報道協助、輿論製造五種方式。這些概括，對
本研究有所啟發。

9 來自筆者對《新快報》報道該議題記者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
間：2010年1月20日。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
12 來自筆者對《南方都市報》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

2009年11月24日。
13 同上註。
14 同上註。
15 來自筆者對《新快報》報道該議題記者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

間：2010年1月20日。
16 來自筆者對《南方週末》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

2010年1月19日。
17 同上註。
18 來自筆者對《南方都市報》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

2009年11月24日。
19 同上註。
20 來自筆者對《南方週末》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

2010年1月19日。
2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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